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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居民消费率的可比性调整
——基于经验与统计分析的视角

内容提要：无论是理论，还是主要的发达、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事实都表明，消费是宏观

经济中最平稳的变量。这反衬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消费率数据的持续大幅下降是多么不

寻常。通过对中国统计核算体系以及相关数据的分析，本文认为，统计核算体系的变化和调

整影响了中国居民消费率统计核算数据的可比性，是导致核算数据大幅下降的主要来源。在

具体分析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本文采用综合方法对居民消费率数据进行了可比性调整：根据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行推算，剔除居民消费核算方法变化带来的影响；根据城镇居民购房

成本进行推算，剔除自有住房虚拟折旧低估带来的影响。并利用支持向量回归模型验证了调

整后数据的合理性。调整后的数据表明，1978-2012 年中国居民消费率水平总体保持平稳，

大致稳定在 45%－50%之间，不存在持续下降的趋势。本文最后还初步讨论了这一基本事实

蕴含的若干理论和政策含义。

关键词：居民消费率；统计核算；可比性调整；支持向量回归

一、引 言

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消费，一直以来备受学界关注。尤其是

本世纪初以来，国家统计局统计以消费占支出法 GDP比重核算的中国居民消费率呈现出持
续下降的情况，即由 1978年的 48.80%逐步下降到 2012年的 35.78%，34年间下降了 13.02
个百分点（详见图 1），更使中国居民消费率问题成为学界的研究焦点。

图 1 1978－2012 年不同统计核算的居民消费率变化趋势

注：（1）统计局数据为国家统计局核算，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013》。

（2）宾大国际数据为宾西法尼亚大学世界比较中心核算，数据来自 Penn World Table Version 8.1。

回顾国内相关文献，绝大部分将居民消费率的偏低与持续下降作为研究主题，对其展开

分析、判断、解释，大致可归纳如下：中国居民消费率水平偏低，与钱纳里标准模式相差甚

远（范剑平，1999；尹世杰，2001李姝，2002；何刚，2005等）；基于统计数据所呈现出的
偏低和持续下降，判断出中国居民消费不足或不振（刘国光，2002；董辅礽，2004；刘尚希，
2008；袁志刚，2002；朱国林等，2002）；解释中国居民消费不足的原因，并由此提出了一
系列的政策建议（金晓彤和杨晓东，2004；李文星等，2008；方福前，2009）。以上研究取
得了不少进展，但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在未对统计核算数据进行甄别和深入分析的情况下，

直接采用了可能存在问题的数据，导致对现实的描述和解释都不够准确，当然也就使得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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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的判断、结论及政策建议可能存在偏差。

也有部分学者跳出以上研究思路，将关注点优先放在数据方面。一是，从经验和其他领

域，判断消费率统计核算数据本身存在问题，即低估。宋国青（2007）根据经验判断，认为
中国的居民消费率并未持续下降，进一步推测所谓的下降很可能是统计数据存在问题，但未

对存在怎样的问题和产生的原因做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黄益平（2012）基于王小鲁（2010）
关于灰色收入会低估 2008年居民收入、居民消费的判断，推算消费率为 50%（核算数据为
48.4%）；居民消费率为 38%（核算数据为 35%）。二是，通过对消费统计核算数据影响因素
的定性分析，指出低估问题，做出初步调整。朱天和张军（2012）认为统计核算数据低估了
居民消费，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官方统计数据不能涵盖由公司账户付费的私人消费，此项支出

一般被视作企业的经营成本，如果是消费品，则被视作投资支出用消费品，成为了投资支出；

另一方面居住消费中的自有住房虚拟租金，以建造成本乘以一个固定的折旧率来推算，会低

估该部分数据。王松和付志刚（2012）从统计数据和中国实际出发，认为统计数据低估了实
际消费水平，并利用误差方法修正了数据。王秋石和王一新（2013）通过对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增长率与实物消费增长率的偏差、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率与服务性消费增长率的偏差证

明中国居民消费率被低估，将低估原因归结为居民消费“企业化”、“投资化”以及“公款化”

等三个方面，并基于对实物消费、服务性消费和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比值的调整，重新估算

了中国真实居民消费率。三是，从住户调查方法展开分析，认为 1998年以来，随着住房体
制市场化的改革，自有住房租金利用虚拟折旧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居民消费（徐昕和

崔小勇，2011；许宪春等，2012；詹宇波，2013）。如许宪春等（2012）指出：虚拟折旧是
以住房的建造成本为基础计算的，既低于住房的历史价格，也低于当期的市场价格，这一核

算方法低估了城市化过程中流动人口增长而形成的住房租赁规模，并利用住房租赁支出将

2010年全国居民消费率由 33.8%调整为 38.9%，提升了 5.1个百分点。詹宇波（2013）认为
采用推断租金（imputed rent） 会低估当前中国的住房消费，而使用按揭支出

①
，能更准确

反映现实的住房消费支出。鉴于此，他选择按揭支出取代推断租金，得到的 2006-2010年估
算数据较估算前提高了 0.6-3个百分点不等。

总体来看，估算后的数据表明下降并没有原始统计核算数据所体现的那样显著，但因对

居民消费率统计核算数据的来源未能做出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导致估算方法和数据处理

不尽理想，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核算数据存在的问题。鉴此，本文将居民消费率统计核算数据

的来源作为研究重心，考察统计核算体系及其相关指标的变化和调整历程，厘清涉及居民消

费率统计核算数据的有关事实，分析其对数据可比性的影响，选择相应的调整方法剔除影响，

恢复数据的可比性，并选择适当的方法验证其合理性。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分析中国居民消费率统计核算数据的变动、影

响因素及后果；第三部分选择合适的方法对居民消费率进行可比性调整，恢复数据的可比性；

第四部分构建检验模型验证调整数据的合理性；第五部分为结论及启示。

二、居民消费率统计核算数据变动及影响因素分析

1.居民消费率统计核算数据的变动分析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核算数据来看，1978－2012年居民消费率大致呈现平稳―下

降―平稳―下降―平稳的变化趋势：（1）1978－1992年代初，居民消费率在 48%到 52.5%
之间平稳波动；（2）1993年下降阶段，居民消费率从约 50%的水平下降到约 45%的水平；
（3）1994年至 2003年，居民消费率稳定在 45%上下波动；（4）2004年至 2006年，处于

①
按揭支出俗称“月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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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速下降阶段，居民消费率从约 42.2%下降到 37.08%（详见图 2）；（5）2007年至今，处于
平稳阶段，居民消费率大致维持在 35%以上的水平。通过对 1978－2012年居民消费率统计
核算数据做HP滤波处理，得到的趋势图更为清晰地反映出统计核算数据变化犹如三个台阶。
其中，台阶间的两个节点是 1993年、2003-2006年。

图 2 1978－2012 年不同居民消费率统计核算数据变化趋势

注：（1）统计局数据为国家统计局核算，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013》。

（2）HP滤波取 6.25  ，同时为了保持数据的长期趋势，原始数据从 1970年开始滤波后取 1978年

以来的趋势值。

消费理论表明消费具有平稳性，在现实中消费也一直被视为宏观经济中最平稳的变量之

一（如 Fiorito and Kollintzas，1994）。表 1所列的 1980~2010年不同国家居民消费率数据的
变化趋势为该观点提供了事实支撑。其中，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俄罗斯 1980-2010年
的消费率基本保持平稳；发达国家的消费率总体呈现平稳的态势。这反衬出中国居民消费率

数据出现的持续大幅变动是多么的不寻常。

表 1 1980-2010 年不同国家居民消费率（%）

国家 1980年 1985年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2005年 2010年

发展中国家

印度 74.61 67.66 65.59 63.71 64.15 57.54 63.2

巴西 69.71 65.78 59.3 62.46 64.35 60.27 64.2

南非 47.82 52.36 57.13 62.82 62.98 63.36 56.9

俄罗斯 — — 48.87 52.09 46.19 48.90 51.3

发达国家

英国 58.26 59.32 62.00 63.27 65.07 64.32 65.3

日本 54.07 53.86 52.52 55.04 56.22 56.99 59.3

法国 56.42 58.64 57.09 56.61 55.73 56.86 58.0

德国 58.44 59.73 57.64 57.73 58.87 59.09 58.9

美国 63.46 64.96 66.70 67.77 69.02 70.36 71.2

注：资料来自国研网数据库。

针对这一不寻常的情况，国内外学者提出了一系列的解释，基本都是以中国经济发展的

特殊性为关键因素展开分析，解释各不相同，未形成共识。我们认为，谈到中国经济发展的

特殊性，首先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快速和持续性。但只要以这一最为典型的事实为基础，考察

中国居民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率数据的变动关系就可发现：在经济增长率变动比较大的几个时

间点上，如 1984年（4.32）①
、1986年（-4.62）、1989年（-7.22）、1991－1992年（5.34及

① 4.32指的是增减百分比，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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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2008年（-4.53），居民消费率核算数据基本保持稳定；而在居民消费率核算数据的
变动比较大的几个时间点上：1993年（-2.73）、2003－2006年（-1.84，-1.68，-1.59及-1.85），
经济增长率的变动较小（详见图 2）。这表明中国居民消费率核算数据大幅变动的时期与经
济大幅变动的时期并不一致。并且，在 1978-2012年间，经济增长率与居民消费率核算数据
的变动呈现时而正向、时而反向的无序关系。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增长、波动及相关经济因

素的特征并非居民消费率核算数据的持续大幅变动的原因。

图 3 1979 年-2012 年居民消费率及经济增长率变动百分比

鉴此，我们将目光转向统计数据本身，尤其是核算过程。依据许宪春（2006、2010）的
研究，有关经济统计指标与支出法 GDP的相应构成项目的对应指标，无论是在内涵上，还
是在数据表现上，都存在明显的区别。由此可见，处于调整时期的中国统计核算数据存在着

与其他经济体不一样的特点。具体而言，主要是不同阶段的统计核算数据可比性可能存在问

题。换而言之，中国消费率核算数据之所以持续下降，很可能并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

带来的，而仅仅是统计数据来源的特殊性造成不同时期的统计数据可比性不强。为此，本文

一方面考察统计核算体系变化和调整对数据的影响；另一方面考察与居民消费率相关的核算

方法和口径变化对数据的影响。

2.统计核算体系调整及变化对居民消费率数据可比性的影响分析
通过将居民消费率变动情况与统计核算体系的发展历程对比，我们发现居民消费率变动

大的年份与统计核算体系变化和调整的年份基本吻合（详见表 2）。许宪春（2002）将建国
以来国民经济核算划分为三个阶段： MPS体系的建立和发展阶段（1954-1984），MPS体系
与 SNA体系并存阶段（1985-1992），在 SNA体系下的发展阶段（1993以后）。以此为基础，
结合对居民消费率统计的实际影响，可将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核算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

段是 1979-1992年，以前苏联MPS（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为主的统计核算体系。该阶段
可分为两个时期：1985年前是MPS时期；1985年后，是从MPS逐步向 SNA过渡的时期，
该时期统计核算同时运用两套体系指标进行显示。第二阶段是以 1993年为分界点，标志 SNA
体系的建立。国民经济核算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主要表现在MPS与 SNA的生产概念差异：
MPS中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收入属于再分配范畴；SNA将国民经济核算范围从物质生产部门
扩大到包括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所有行业。由此也对居民消费核算带来了根本性改变。具体而

言，在MPS中，居民消费支出只限于居民对物质产品的购买支出，而不能体现为劳务的购
买支出等；在 SNA中，居民消费还包括居民对非物质劳务的购买支出，如医疗费用支出、
教育支出和房租等。第三阶段是以 2004年第一次经济普查为标志，统计核算体系进一步调
整和完善。该阶段中 2004-2006年间对统计资源来源、生产范围、基本分类和计算方法等方
面进行了修订，进一步与国际统计核算接轨。

由表 2可知，在第一阶段内，14年间居民消费率数据的平均变动幅度仅为 0.58个百分
点；在第二阶段内，9年间平均变动幅度仅为 0.12个百分点；第三阶段中的 2007-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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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平均变动幅度仅为 0.09个百分点。而在体系调整的节点上，如 1993年、2003-2006年
变动幅度分别达到了-2.73与-6.9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核算数据大幅变动的年份正好与统
计核算调整的节点相吻合。这表明在统计核算体系稳定的阶段中，居民消费率数据极其平稳；

而在统计体系调整的节点上居民消费率发生较大变化，呈现显著下降。以下是具体分析。

表 2 统计核算调整与居民消费率变动幅度对应关系

阶段与节点 年份 核算调整内容 居民消费率

变动幅度

起止点居民消

费率变动幅度

经济增长率

变动幅度

第一阶段 1979－1992 MPS核算体系 0.58* -1.99 5.06*

节点 1993 MPS转向 SNA体系 -2.73 -2.73 -0.28

第二阶段 1994－2002 没有重大的调整 0.12* 0.54 0.88*

节点

2003 SNA体系完善：消费核算

方法变化、城乡调查对象

分类调整、经济普查资料

完善等

-1.84

-6.96 0.90*
2004 -1.68

2005 -1.59

2006 -1.85

第三阶段 2007－2012
经历第二次经济普查，消

费方面的调整较小
0.09* -0.15 1.65*

注：*考虑到变动存在正负，相加后相互抵消，因此变动取绝对值后求平均。

第一个节点是 1993年，随着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正式由MPS转入 SNA，居民消费统计
核算发生了调整，从而直接导致 1993年前后居民消费率核算数据的不可比性。具体来看：
一方面，SNA体系将文化、生活服务、教育等非物质生产部门视为生产部门，其消费的物
质产品为中间消费（如企业业务旅差费），不在最终消费的核算范围内；而MPS体系将这些
非物质生产部门视为消费部门，其消费的物质产品则作为最终消费进行核算（宗平，1980）。
从而造成了 1993年后居民消费核算范围的缩小，另一方面，1993年前后开展了首次第三产
业普查，扩大了第三产业的统计范围，丰富了大量的统计核算资料，资料的充实导致 GDP
范围扩大，进而影响居民消费及居民消费率的可比性。总之，MPS体系转入 SNA体系所带
来的居民消费统计核算调整，导致 1993年前后居民消费率统计数据的可比性受到影响，即
1993年后的数据相比 1993年调整之前的存在低估。由相关资料可知，统计部门早已意识到
体系转换前后核算数据存在的可比性问题，对数据进行了可比性调整，如根据首次第三产业

普查资料对 1978－1990年的数据进行了系统性的修订（许宪春，2006）。从调整的情况看，
数据的可比性得到了较大提高，但调整仍未完全到位。正因如此，在体系转换的 1993年，
不同体系数据的变化仅相差 2.73个百分点。

第二个节点是 2004年前后一段时期，国民经济统计核算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和完善。
一方面，随着 GDP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的核算步骤和数据发布制度日趋规范，居民消
费支出核算项目和方法也进行了相应调整，从而影响了居民消费数据的可比性。其一，在居

民消费核算方法上，将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住户调查资料推算改为全部按住户调查资料

核算，导致居民消费核算数据偏小（详见《中国年度国内生产总值计算方法》，1997）。原因
在于以下几点：（1）原有居民消费（率）主要基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标进行核算。1993
年 SNA建立时期居民消费核算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住户调查资料相结合的方法，居
民消费支出的商品性消费支出主要来源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①
（2）居民消费与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相关程度非常高（许宪春，2013），从核算公式可以看出，原核算方法中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约 90%都用来核算居民消费。（3）1993－1999年阶段居民消费与社会消费品

①
根据《中国年度国内生产总值计算方法》（1997），居民消费支出=居民商品性消费支出+自给性消费、住房及水电煤气消

费、居住类消费支出等；其中居民商品性消费支出=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社会集团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9~11%左
右)-居民购房支出和建房用的建筑材料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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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总额增长率大致相等。其二，核算时城镇居民调查对象从城镇户籍改为城镇市区常住人

口和县城关镇区住户，随着城镇分类标准的口径发生变化，必然导致依据单个住户调查加总

出推算的总居民消费（率）数据的不可比性。其三，普查年度资本形成总额核算中，包括了

原来没有的计算机软件支出，从而增加资本形成总额的核算范围，造成 GDP前后不具有可
比性，从而导致居民消费率不具有可比性。以上三点，后两点造成的影响较小。

另一方面，2004年随着住房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以及住房价格的快速上涨，采用
虚拟折旧的估算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居民自有住房服务的消费数据，从而影响该节点前

后数据的可比性。住房核算包括两大块：一是居民在住房（包括租赁房房租、住房装潢支出、

维修用建筑材料支出等）、水电、燃料等方面的支出，但不包括自有住房服务；二是自有住

房服务的估算，居民因自己拥有住房而虚拟计算的住房服务消费支出（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

核算司，2008；许宪春等，2012）。其中，自有住房一直以来按照虚拟折旧的方法估算，当
自有住房价格变化不大，估算值基本能反映实际数据，基本不影响数据的可比性。随着 2003
年以来房地产价格达到了一定水平且保持快速上涨，以及虚拟折旧率从 4%调整为 2%，这
种以建筑成本为基础的虚拟折旧方法存在严重的低估，大大影响数据的可比性。主要原因是：

真实的自有住房租金应按市场等效租金进行核算，即与邻近租房价格进行核算（许宪春等，

2012；郭万达等，2012），考虑到等效租金数据的难以获取性，可以用消费者购房成本代替。
从房地产的市场价格与建筑成本的差异可以看出，居民消费率数据存在较大的低估。

①

三、居民消费的可比性调整

1.可比性调整方法的说明
应该说，这种因统计核算体系的变化与调整而带来的数据可比性问题，并不能否定变化

与调整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原因在于统计核算方法必须向科学性和规范性方向发展，才有可

能使之更如实、更准确反映经济现象。尤其是在中国渐进式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国民经济

持续增长，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只有调整统计方法才有可能适应现实的需要。

但也不得不承认，调整导致的数据可比性问题，给数据分析带来了负面影响。因此，恢

复数据的可比性是十分必要的。从现有文献来看，对统计数据的可比性调整或估算大致有三

种方法。其一、利用计量或统计模型对存在误差的数据进行调整和估算（谢千里等，1995；
孟连和王小鲁，2000；阙里和钟笑寒，2005），如孟连和王小鲁（2000）利用工业生产函数
对工业增长率数据的合理性进行验证；其二、直接利用变量的相关性进行推算（Rawski，
2001③；徐昕和崔小勇，2011；郭万达等，2012；詹宇波 2013等），如徐昕和崔小勇（2011）
以 1998-2008年 GDP、居民消费支出和全国商品住房销售额数据为基础，重新核算 11年间
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及其占当年 GDP的比重，2008年修正前后的居民消费率从 35.32%
上升到 42.23%；其三，利用原统计核算方法，根据新口径或数据等重新处理（Maddison，
1998，2007；如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④等）。如Maddison (1998，2007) 运用统计加总的方
法重新估算中国 GDP，认为中国 1978－1995年之间的经济增长率高估约 2.4个百分点。

考虑到居民消费率的可比性问题源于统计核算体系调整及变化的多个方面，因精确调整

所需的部分统计核算资料不可获得
⑤
，将第二与第三种方法结合起来进行推算。具体如下：

①
在理论上，一次性购房支出能够转化为每年的住房租金。如果购房支出过大，则选择租房，如果购房支出小于每年住房

租金之和，则选择购房。
③Rawski（2001）利用能源消耗增长、出口、各部门产量、居民消费、就业与高速经济增长的不一致性说明 1990年代经济

增长数据可能存在问题，并基于此进行调整。
④
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从统计核算的角度分析我国国民收入要素分配份额，结果认为在 1995年到 2004年间，劳动收入

份额降低了 10.73个百分点，其中 2003年到 2004年统计核算方法的改变使劳动收入份额被低估了 6.29个百分点。
⑤
如城镇自有住房服务虚拟消费支出中的修理维护费、管理费、城镇居民自有住房率都涉及原始资料等（核算司，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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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第一节点后的数据不做可比性调整。原因是：一方面统计局已经做了大量的可比性调整；

另一方面全面深入的调整受到统计制度、统计方法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等一系列客观条件的

限制，难以做到位，更无法验证其合理性。对第二节点后的数据进行可比性调整：第一是估

算统计核算调整和完善给数据带来的影响；第二是估算自有住房虚拟折旧居民消费低估带来

的影响；第三是估算自有住房折旧率的不一致带来的影响。

2.可比性调整方法及指标数据处理
由前文分析可知，统计核算体系调整及变化中影响居民消费率数据可比性的主要有：居

民消费核算方法变化
①
、自有住房虚拟折旧率变化及相应的虚拟租金低估。因此，可比性调

整分三步展开：

第一步，剔除居民消费核算方法变化带来的影响。调整依据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行推

算，具体根据居民消费率增长率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相等处理，用公式表示为：当

年居民消费＝上年居民消费*当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
第二步，剔除城镇自有住房虚拟折旧率下调带来的影响。

②
考虑到原虚拟折旧率为 4%，

现下降到 2%，为剔除这种影响，需要运用虚拟折旧支出公式。根据《中国普查年度国内生
产总值计算方法》（2008），利用公式如下：城镇居民自有住房虚拟折旧＝城镇居民人均住房
建筑面积*城镇住宅单位面积造价*城镇居民年平均人数*城镇自有住房率*折旧率（4%）。

第三步，剔除自有住房虚拟折旧低估带来的影响。真实的自有住房租金由于统计资料缺

失而难以统计，一般采用相关方法进行推算，如徐昕和崔小勇（2011），郭万达等（2012），
詹宇波（2013），许宪春等（2012），但都没有考虑到对原自有住房虚拟折旧的扣除，从而在
理论上难以成立。为此，本文利用第二步中的公式，根据城镇住宅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进行

调整。具体公式如下：城镇居民自有住房租金＝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城镇住宅商品
房平均销售价格*城镇居民年平均人数*城镇自有住房率*折旧率（4%）。实际处理过程中，
考虑到自有住房租金重新调整时存在重复计算，需要扣除原有虚拟折旧部分，即第二步处理

结果。因此第二步与第三步放在一起处理，得到如下总公式：城镇居民自有住房租金＝城镇

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城镇住宅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城镇住宅单位面积造价）*城镇居
民年平均人数*城镇自有住房率*折旧率（4%）。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支出法 GDP中，居民
消费的变化必然导致 GDP数据的变化，因此，最后的居民消费（率）调整公式为：调整居
民消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估算的居民消费+自有住房折旧率调整部分+自有住房建筑成
本调整部分；居民消费率＝调整居民消费/（支出法 GDP+调整居民消费－原官方居民消费）。

除自有住房率指标数据外，其他指标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城镇居民年平均人

数，为上年末与当年末城镇居民年末人数加总求平均。城镇住宅单位面积造价在统计年鉴中

没有相应指标对应，选择相近的房屋竣工单位面积造价指标代替。自有住房率指标数据来源

有两个：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 REICO工作室抽样调查数据，国家统计局城调队家计调查
数据，后者未系统公布，但可通过网络整理得到。考虑到数据的一致性与可比性，本文选择

后者。另外，对少量指标缺失的极个别数据，采用线性插值补齐。

3.可比性调整结果及比较
根据以上公式和数据，得到调整后的居民消费（率）

③
结果见表 4第（8）列。其中第（3）

列为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调整后的居民消费，第（4）列为调整后的自有住房虚拟折旧，
第（5）列为调整的自有住房租金。第（9）列为原居民消费率④

，最后一列为调整前后的提

高的百分点。

这些资料都没有系统性的公开，因此无法获取。
①
即原来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住户调查资料推算，改为 SNA体系的全部按住户调查资料核算，而导致前后的不可比性。

②
需要指出的是，自有住房包括城镇和农村自有住房，考虑到农村自有住房市场化程度较低，且价值与建筑成本相差并不

大，且数据获取性困难，此处不予调整。
③
下称居民消费（率）调整数据。

④
下称居民消费（率）核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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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03－2012 年可比性调整的居民消费率

年份
支出法

GDP

原居民

消费

经社会消费品

零售额估算的

居民消费

自有住

房虚拟

折旧

估算自有

住房租金

估算居民

消费总额
估算 GDP

调整居民

消费率

原居民

消费率

提高百

分点

（1） （2） （3） （4） （5） （6） （7） （8） （9） （10）

2003 136613.4 57649.8 62100.76 6610.1 9588.96 71689.72 150653.34 47.59 42.2 5.39

2004 160956.6 65218.5 70360.2 7759.0 13348.59 83708.79 179446.88 46.65 40.52 6.13

2005 187423.4 72958.7 80827.26 8477.3 17356.75 98184.01 212648.73 46.17 38.93 7.24

2006 222712.5 82575.5 93589.56 9338.0 18582.63 112172.19 252309.22 44.46 37.08 7.38

2007 266599.2 96332.5 110648.84 10241.4 24588.59 135237.43 305504.10 44.27 36.13 8.14

2008 315974.6 111670.4 135787.11 12484.3 24773.79 160560.90 364865.06 44.01 35.34 8.67

2009 348775.1 123584.6 156892.81 14913.9 35982.35 192875.16 418065.62 46.14 35.43 10.71

2010 402816.5 140758.6 185651.32 16820.7 37703.13 223354.45 485412.32 46.01 34.94 11.07

2011 472619.2 168956.6 217484.58 18333.7 40496.57 257981.15 561643.72 45.93 35.75 10.18

2012 529238.4 190423.8 248688.98 18957.8 65922.5 293190.00 632004.64 46.39 35.98 10.41

注：1、从 1993年开始，居民消费增长率等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2、自有住房租金利用住

宅商品房房价推算，调整时间从 2003年开始；自有住房虚拟折旧率利用 4%估算，调整时间从 2004年开始。

3、对居民消费进行修正后，则按支出法的计算的 GDP也必须进行重新估算，即估算后支出法 GDP=估算

居民消费－原居民消费+原支出法 GDP。4、估算居民消费率＝估算居民消费/估算 GDP。

从调整的结果可以看出，2012年居民消费率调整数据为 46.39%，比居民消费率核算数
据提高了 10.41百分点，且 2003年到 2012年间，居民消费率调整数据从 47.59%下降到
46.39%，仅仅下降了 1.2个百分点。从整个时间段看，1978年居民消费率核算数据为 48.78%，
2012年居民消费率调整数据为 46.39%，仅下降 2.4个百分点，相比于 1978年至 2012年核
算数据下降达 12.8个百分点有了大幅减少。从波动角度来看，1978至 2012年居民消费率调
整数据的标准差为 2.74，居民消费率核算数据的标准差为 5.72，后者约为前者两倍。调整前
后居民消费率相关统计指标见表 4。
表 4 1978－2012 年不同时间段调整前后居民消费率描述性统计

2003-2012 1978-2012

下降幅度 均值 标准差 下降幅度 均值 标准差

居民消费率调整数据 6.22 37.23 2.48 12.81 45.05 5.72

居民消费率核算数据 1.2 45.76 1.15 2.40 47.49 2.74

四、可比性调整的合理性检验

1.支持向量回归理论模型的选择及说明
为验证可比性调整的合理性，借鉴孟连和王小鲁（2000）利用工业生产函数对工业增长

率数据进行检验以验证可靠性的做法
①
，依据消费理论选取与消费密切相关的经济变量建立

居民消费影响因素模型，检验调整前后的数据。如果可比性调整后居民消费率调整数据的拟

合程度较好，且显著高于调整前核算数据的拟合度。则表明调整前数据存在异常值和不合理

的下降趋势，因为只有数据存在以上问题才会导致拟合度下降。同时，也就验证了可比性调

整的合理性和调整后数据的可靠性。

考虑中国从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转型和市场化发展使居民消费行为及结构都发

①
孟连和王小鲁估计 GDP可信度时，运用工业生产函数验证工业增长率数据，以结果拟合度较高而认定增长率数据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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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较大变化，采用经典的线性模型难以满足要求，最终选择支持向量回归模型。其原因在

于支持向量回归（SVR）模型具有以下特性：一是，它建立在 Vapnik & Chervonenkis（1991）
提出的支持向量机基础上，基本思想是通过用内积函数定义的非线性变换将输入空间变换到

一个高维空间，在这个高维空间中寻找输入变量和输出变量之间的一种非线性关系。二是，

相比于最大似然估计方法（ML）和人工神经网络方法（ANN）等常见非线性估计方法，其
优点明显：支持向量回归的算法是一个凸二次优化问题，保证找到的解是全局最优解，能较

好地解决非线性、高维数等实际问题；按任意精度逼近非线性函数，具有全局极小值点、收

敛速度快的优点；分析时间变量的非线性关系时表现更好；适用于小样本，估计和预测效果

比较好（Müller et al.，1997；Chang et al.，2002；Härdle et al，2005、2006）。
给定独立同分布样本 1{ , }ni i ix y  ，

n
ix R 为解释变量向量， iy R 为被解释变量，n

为样本容量数，对应的回归函数为：

1
( , ) ( )

n

i i
i

y f x x b  


    （1）

其中， ( )i x 为 x的函数， 1 2( , , , )n     为回归参数，以上关系式可看作是非线

性函数。SVR方法就是把函数非线性化关系映射到高维线性化关系，具体可通过求解以下
约束关系式得到：

2

1

1 1:{ || || ( , ( ))}
2

n

i i
i

Min C L y f x
n 



  （2）

| ( ) | ,| ( ) |
( , ( ))

0
i i i i

i i

y f x y f x
L y f x

otherwise

    
 


（3）

其中，
2|| || 为正则化项（Regularized term）。

1

1 ( , ( ))
n

i i
i
L y f x

n 

 为由 拓展损失函数

（ -insensitive loss function）得到的经验误差（empirical error），C控制对超出误差 的样
本的惩罚程度，C越大表示经验误差越重要， 为给定误差大小（tube size）。C与 在计
算过程中都是事先给定。

由于离群点对支持向量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在上述模型中加入考虑离群值模型，则（2）
式可转化为：

2 *

1

1:{ || || ( )}
2

n

i i
i

Min C  


 
. .s t

( )i i iy x b      
*( )i i ix b y      

* 0i  ， 0i  （4）

其中 i 与
*
i 为松弛变量。

为了求解（4）式，构造如下拉格朗日函数：

*

1
( ) ( ) ( , )

n

i i i
i

f x a a K x x b


   （5）

式（5）中， *
ia 与 ia 为拉格朗日算子，满足：

* 0i ia a  ， 0ia  且
* 0ia  ， 1,2 ,i 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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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jy

iy





( )f x
( )f x 

( )f x 

*
j

图 4  拓展损失函数的支持向量回归模型示意图

根据对偶原理（Dual method），最小化（4）式，即下列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

* * * * *

1 1 1 1

1( , ) ( ) ( ) ( )( ) ( , )
2

n n n n

i i i i i i i i i j j i j
i i i j

W a a y a a a a a a a a K x x
   

        

. .s t *

1
( ) 0

n

i i
i

a a


  ，
*0 ia C  ，0 ia C  1,2, ,i n  （6）

在二次规划的 Karush-Kuhn-Tucker（KKT）条件下，（5）式中只有部分系数 *
i ia a 满足

非零值条件，此时对应的 ix 被称为支持向量（Support Vectors）。
在高维特征空间中，非线性问题中的内积运算可以用核函数来代替，即：

( , ) ( ) ( )i j i jK x x x x   。

常见的核函数为多项式核和正态分布核，其中多项式核为：

( , ) ( 1)dK x y x y   ，其中 d 为多项式核的阶数。
正态分布核，也称为径向基函数（Radial Basic Function，RBF），具体为：

2( , ) exp( || || )K x y x y   ，其中
1

为正态分布核的带宽（Band Width）。

2.模型构建及指标选择
支持向量回归模型构建如下：

( ) ( )t t tconsratenew old f X  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官方居民消费率（ consrateold ）和可比性调整后居民消费率

（ consratenew）， tX 为解释变量向量， t 为随机干扰项。如果对于同一模型、同一解释
变量组合下，调整后数据的模型拟合度比调整前的统计核算数据拟合度更高，则说明调整后

数据的可靠性和合理性。

选取的解释变量如下：

居民可支配收入。由消费理论可知，可支配收入是决定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可支配收

入的变化会影响居民消费率的变化。然而，精确的可支配收入指标不可获得，此时用经济增

长作为替代更为理想。考虑到被解释变量为相对指标，最终选择经济增长率（ tggdp ）指标。
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对居民消费数据有着重要的影响：产业结构能引起收入的不均等，

而收入的不平等很容易引起消费失衡（万广华，2008）；产业结构，尤其是第二产业的比重
会影响居民消费率（伍艳艳和戴豫升，2010；易行健等，2013）。因此选择第二产业占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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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重（ tindrate ）指标。
城镇化水平。理论表明，城镇化的过程中，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迁移，能够拉动居民消

费的增长。其中，城镇化结构对居民消费率有重要的影响（胡日东和苏梽芳，2007；蒋南平，
2011）。城镇化水平的测算方法有多种①

，遵循国际上通行的标准，采用各地区非农业人口占

总人口的比重来度量城镇化水平（ turbanrate ）。
由此，得到如下支持向量回归模型：

( ) ( , , )t t t t tconsratenew old f ggdp urbanrate indrate  
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及国家统计局网站，时间区间为 1978－2012年。考

虑到调整后的居民消费率数据时间年限只有 1993－2012年，为了模型的拟合方便，延长至
1978年，数据直接取自原始统计核算数据。其中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5。
表 5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代号 变量名称
1978－1992 1993－2012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consrateold 居民消费率核算数据 50.23 1.62 41.16 4.42
consratenew 居民消费率调整数据 50.23 1.62 45.59 1.00
ggdp 经济增长率 144.00 3.51 203.00 2.01
urbanrate 城镇人口比重 348.58 3.18 793.66 7.98
indrate 第二产业比重 596.10 2.48 810.90 0.94

从表 5来看，1978－1993年时间段与 1994－2008年时间段，各指标的均值或标准差发
生了根本性的结构变化。如经济增长率指标，两时间段的均值基本一致，但标准差前者近似

后者两倍，而线性模型无法刻画以上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这进一步表明，采用支持向量回

归模型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3.参数选择及结果分析
其一、核函数的选择。常用的核函数有线性多项核和径向基函数核（RBF）。考虑到径

向基函数核的一般性（线性多项式核仅是其特例）（Keerthi and Lin，2003）、参数更少带来
的模型选择广泛性，以及进行数值运算的方便性，选择后者进行分析。

其二、外生参数赋值（ 、C与 ）。这些参数值的选择对估计的精度有很大的影响。
参数的选择主要有交叉验证（cross-validation）和先验信息法（Vapnik，1998，1999；Keerthi
S S. and Lin C J，2003；Cherkassky and Ma，2004）。其中，交叉验证方法把样本分为两组：
一组用来对模型进行拟合，称为训练集；另一组用来对模型进行验证，称为验证集，在此基

础上进行拟合处理。先验信息方法是主观选择参数值，运用指数化增长方式决定模型最优参

数，称为网格搜索法（grid search）（Cherkassky and Ma，2004），并根据数据拟合结果的收
敛性选择最优结果。考虑到样本容量较小，选择先验信息方法，具体采用网格搜索法。

参数C的选择：根据数据拟合结果的收敛性，选择 2 1 0 2 4{2 ,2 ,2 ,2 ,2 }C   进行分析。

参数 的选择：按照 Cherkassky & Ma（2004）的做法，多元问题的带宽相关参数 区
间为：(1/ ) ~ (0.1,0.5)d ，其中 d 为解释变量的个数。考虑到解释变量为 3，可得到 的
区间为 ~ (1.6,4.6) 。又考虑到参数变化对结果的影响，采用上述提出的网格搜索法，选

择 {2,3,4}  进行拟合。

参数  的选择：  指事先给定的误差项，考虑到不同精度的需要，选择
0.0001 0.001 0.01 0{ .1}  ， ， ， 进行拟合。

其三、拟合结果的优劣判别。与经典回归方法不同，支持向量回归方法的拟合结果判别

的标准主要基于残差，常见的有均方根误差（RMSE）、绝对离差和（MAD）和正态化的均
方误差（Normalized mean squared error，NMSE）等判别拟合程度的优劣（Lu et al，2009）。
具体而言，模型拟合的误差越小，说明模型拟合效果越好。考虑到三者本质都是利用实际观

测值与拟合值的离差进行判别，因此选择均方根误差分析模型拟合程度。其中，均方根误差

①
人口比重指标法、城镇土地利用指标法、调整系数法、农村城镇化指标法和现代城市化指标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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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

1

ˆ( )
n

i i
i

y y
RMSE

n






， ˆiy 为模型的拟合值。

表 6 支持向量回归模型的均方根误差

C  核算数据拟合误差 调整数据拟合误差

2  3  4  2  3  4 

0.25

0.0001 1.9196 3.9102 4.0859 1.8251 1.8812 1.9230
0.001 1.9196 3.9101 4.0858 1.8252 1.8813 1.9230
0.01 1.9210 3.9094 4.0855 1.8262 1.8815 1.9230
0.1 1.9278 3.9214 4.1024 1.8288 1.8875 1.9273

0.5

0.0001 1.3183 2.5250 2.7940 1.2859 1.3395 1.3809
0.001 1.3186 2.5251 2.7942 1.2860 1.3398 1.3811
0.01 1.3216 2.5269 2.7959 1.2889 1.3427 1.3821
0.1 1.3794 2.5649 2.8357 1.3337 1.3808 1.4125

1

0.0001 0.6171 0.8888 1.0201 0.6466 0.6352 0.6444
0.001 0.6168 0.8887 1.0205 0.6464 0.6350 0.6441
0.01 0.6122 0.8895 1.0239 0.6437 0.6329 0.6422
0.1 0.6201 1.0267 1.1393 0.6420 0.6466 0.6603

4

0.0001 0.0480 0.0018 0.0015 0.0645 0.0007 0.0007
0.001 0.0475 0.0063 0.0063 0.0640 0.0027 0.0028
0.01 0.0501 0.0577 0.0580 0.0661 0.0269 0.0267
0.1 0.2804 0.5337 0.5313 0.2583 0.2583 0.2622

16

0.0001 0.0008 0.0018 0.0015 0.0008 0.0007 0.0007
0.001 0.0032 0.0063 0.0063 0.0029 0.0027 0.0028
0.01 0.0298 0.0577 0.0580 0.0272 0.0269 0.0267

0.1 0.2804 0.5337 0.5313 0.2583 0.2583 0.2622

实际处理中，运用 R 3.11软件对可比性调整前后的模型分别进行拟合。其中，C选择
集为{0.25，0.5，1，4，16}； 的选择集为{0.0001，0.001，0.01，0.1}； 的取值分别为{2，
3，4}。得到不同组合条件下的均方根误差，见表 6。从中可以看出以下两点：

第一、两个模型结果都具有收敛性，且收敛结果已经得到。

一般而言非线性模型容易出现过度拟合，所以模型的拟合误差不是越小越好，需要具体

结合实际情况。以核算数据模型为例，选择最优模型的步骤具体如下。

(1)考虑数据存在异常值（如 1993年前后），因此对于异常值的考虑应该尽量小，即 应
尽量小，又当 C较小时，均方误差随着 的增大出现先增后减的趋势，因此，最优的 取
值为 0.01或 0.001。

(2)C表示经验误差的权重，C越大，误差越重要，一般而言，误差权重不能太大。结果
显示，随着 C的增加，均方误差不断减小，但当 C增长到一定程度时，均方误差不再降低，
如 C＝4与 C＝16的结果基本一致。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确定最优的 C＝4。

(3)从参数  的选择来看，随着 的增加，均方误差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先减后增的变化
趋势。由此，可以认为最优的 为 3。

进一步比较当 C＝4且 ＝3时， 取值对拟合误差的影响，可以确定 的最优取值为
0.001。

同理可以得到调整居民消费率模型的最优参数为：C＝4， 为 3， 取值为 0.001，。
第二、进一步判别居民消费率核算数据与居民消费率调整数据拟合结果的优劣。

(1)从同一组合参数的结果来看，绝大多数情况下，调整数据的拟合均方误差小于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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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拟合误差。

(2)从最优拟合模型来看，调整数据的拟合误差为 0.0027，小于核算数据的拟合误差
（0.0063）。

综上可知，调整数据拟合效果更佳，更有经济意义。

五、结论及启示

1.结论
(1)统计核算体系由MPS转入SNA所带来的变化和调整影响了居民消费率统计核算数据

的水平与变动趋势，造成了居民消费率一定程度的低估，降低了核算数据的可比性。而在一

系列变化和调整中，影响核算数据可比性的主要有：居民消费核算方法变化；城镇自有住房

虚拟折旧率下调；自有住房虚拟折旧低估等三个方面。

(2)比较居民消费率调整数据和调整前的核算数据可知（详见图 5）：一方面调整数据整
体水平大幅提高，2004-2012年居民消费率调整前后平均相差近 9个百分点；另一方面调整
数据波动幅度大幅下降，变化趋势更平稳。这表明，1978-2012年中国居民消费率水平总体
保持平稳，大致稳定在 45%－50%之间，并不存在持续下降的趋势。

(3)利用支持向量回归模型检验的结果显示，调整后的数据与相关经济指标的拟合程度
远高于调整前的核算数据，证明了调整数据的合理性和可靠性。

图 5 1978 年-2012 年可比性调整前后的居民消费率变动图

2.启示
(1)调整数据的平稳性证明中国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是个伪命题，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目前出现的所谓“内需不足”、“投资过热”等问题，可能并没有统计核算数据所反映的那么

严重，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也不应主要定位于“提高居民消费率”或“扩大内需”。

(2)调整数据的平稳性，还表明居民消费率的水平与变动趋势是两个不同的现象和问题，
在研究过程中必须明确区分。其实，仅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居民消费率的水平和变动趋势是

源于不同原因的两个现象：前者一般由历史文化、人口结构等长期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

一个长期的现象；后者则不一样，是一个相对短期的现象和问题，受宏观经济走势、经济政

策取向、统计方法变化等因素的制约。

(3)调整后的中国居民消费率相对稳定，但较国际水平整体偏低，这是否存在问题值得
深入探讨。首先，同时期的中国经济呈现持续快速增长；其次，类似的情况在国际上也存在，

如新加坡在经济起飞阶段的居民消费率也是整体稳定在类似于我国现在这样偏低的水平，而

在起飞完成后居民消费率才逐步提高。由此可见，居民消费率整体偏低本身不一定成其为问

题，很可能只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造成的，如体制转轨、经济转型等。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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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居民消费率的偏低是有其内在原因和基础的。这并非否认未来中国居民消费率需要提

高，而只是说居民消费率的提高可能是结构转型和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一个自然趋势和结

果。当然，以上观点仅是不成熟的思考，深入的探讨有待于今后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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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ed On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bstract: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facts show that consumption is the most stable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continued declining consumption rate of China is
unusual. Analyzing statistical accounting system and related data of China, this paper argues that
statistical adjustments and changes in accounting system underestimate household consumption
rate, which leads to sharp decline. This paper adjusts consumption rate data, according to social
total retail sales of consumer goods, eliminates the impact to consumption rate of the national
accounting system change, and eliminates the under-estimation of house price. And the vector
support regression method shows the adjusted data rationality. The adjusted data show, from 1978
to 2012, the household consumption rate of China remained stable between 45% -50%, there is no
downward trend. Finally, this paper gets the implications.

Key words: Household consumption rate Statistical accounting Comparative
adjustment Support vector re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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